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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能否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经验证据 

薛莲 黄永明
1
 

【摘 要】：环境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和对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从长期来

看也是影响区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重要因素。利用 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经

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层面测算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状

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呈现“中上游弱、下游强”的特点。进一步的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各

省市经济数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倒 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

质量表现出“创新补偿效应”，对经济数量增长主要表现为“成本遵循效应”。此外，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与经济数量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

这是新时代我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战略。要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高

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环境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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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经济总量上的突飞猛进，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结构失衡、效率低

下、收入差距扩大、资源约束困境、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日益突出。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

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 

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环境规制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截至目前，有关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环境规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着眼点主要放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效应上，探讨究竟是“创新补偿效应”占优，

还是“遵循成本效应”占优。如果将经济发展的维度进行扩展，不仅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数量的影响，还进一步挖掘环境

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那么，相关结论会不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遵循成本效应”强调环境规制不仅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1，

还会挤占生产、技术研发的投资，环境规制是导致制造业技术无效率的主要原因，因此环境规制会束缚地区经济发展(2)。而“创

新补偿效应”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波特假说”(3)，该假说认为适度的环境规制能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王书斌和徐盈之(2015)
(4)
从企业的投资偏好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技术的影响，认为严格的环境

规制能通过倒逼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进行生产技术创新和治污技术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程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除了在“遵

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这两个研究分支上进行争论外，部分学者还从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角度研究环境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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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效应，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绿色化”调整，环境规制是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力(5)。

国内关于地方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中，多数研究认为地方环境规制差异是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严格的环境规制抑制外资流入，或迫使高耗能、高污染企业迁移至其他区域，从而使环境规制标准较弱的地区成为“污染避难

所”(6)。陈刚(2009)认为地方政府宽松的环境规制策略使中国成为跨国污染企业的“污染避难所”(7)；而 Spatareanu(2007)认为

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和结构(8)。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升级版，具有丰富的实践内涵。目前，国内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指标测度以及影响因素的机理分析上，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主要基于全国省级数据，从资源配置效率、技术创

新等方面对发展质量进行阐释。如龚六堂和林东杰(2020)分析了资源配置效率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9)；刘思明等(2019)

从创新驱动力角度研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方式
(10)
；黄永明和姜泽林(2019)采用 200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

金融结构、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11)。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从指标测量、内涵、作用机理等多个视角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讨，但仍存在可

以改进或者说进一步挖掘的地方：(1)许多文献测算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相对简单，研究维度单一；(2)关于环境规制对长

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的分析缺乏相应的实证支撑；(3)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向性，已有文献仅考虑环境

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线性影响，未能双向估计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长江经济带 2000—2016 年 1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进而检验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影响。

本文的创新点体现在：(1)基于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层面，从经济增长强度、稳定性、合理化、外向性，以及地区人

力资本和地区生态资本等综合测算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2)考虑到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双向性，引入二次项

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3)鉴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区域合作较为频繁，空间依赖性较强，采用空间

计量模型，并加入环境规制因素来探究区域之间环境规制政策及措施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二、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一)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借鉴 Mlachila 等(2017)(12)的方法，把经济高质量发展分解为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层面，指标的构建框架如表 1

所示。 

表 1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变量选择 

 描述 权重 

（一）增长基本面  

（1）强度 地区人均实际 GDP 0.125 

（2）稳定性 
增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以 5

年滚动窗口测算增长率） 
0.125 

（3）外向性 净出口占 GDP的比重 0.125 

（4）合理性 地区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 0.125 

（二）社会成果  

（5）人力资本 
每 10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

生数的占比 
0.25 

（6）生态资本 
单位碳排放产出（实际 GDP与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值）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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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相关补充说明：(1)地区人均实际 GDP以 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2)增长率变异系数计算的基本思路是将经济增长

率分解为趋势因素和波动因素，本文采用较为广泛应用的 HP 滤波；(3)借鉴干春晖等(2011)(13)提出的泰尔指数方法，利用地区

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衡量经济增长结构的合理性；(4)采用单位 GDP能耗的转化公式估算各省市能源消耗总量，再结合碳排放系

数，估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有关研究取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为 2.54)。 

表 1 中的 6 个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本文首先采用“最小—最大标准化”的方法，对变量分别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提高其

可比性，再利用标准化后的变量，采用均等权重法赋值构建综合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由于能源数据更新有限，本文采用的

数据均来自 2000—2016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二)测度结果与分析 

1.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总体而言，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且波动频繁(图 1)。 

 

图 1 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2.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状况 

对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取 2001—2016年各省市指数的平均值，如图 2所示。 

 

图 2 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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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 

我们采用 Arcgis10.5 对长江经济带 2001—2016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可视化处理，结合自然断裂法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分级，其时空演变趋势见图 3和图 4。可见，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分布态势在样本期间没有显著

的改变，基本上都处于“中上游弱、下游强”的状态。 

 

图 3 2002年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 

 

图 4 2016年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布 

三、环境规制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选取上文计算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作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另外，本

文也选取了经济增长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其与经济发展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所得到的计量结果进行横向对比，采用以 2000

年为基期的地区人均实际 GDP(元)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代理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reg)，目前衡量环境规制水平的指标较多，为确保数据的可得性与科学性，本文借鉴相关研究的

做法，选取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该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一般来说，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

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地区越重视环境治理，其环境规制强度也就越高。财政分权(fd)，采用地方一般公共预



 

 5 

算支出占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百分比表示。 

表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quaeco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176 0.505 0.223 1.00e-08 0.992 

y 地区实际 GDP（元） 176 21724.730 16836.810 2844.080 85838.270 

reg 
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地区生

产总值（％） 
176 0.160 0.103 0.024 0.654 

fd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央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76 15.631 7.770 4.118 38.094 

pop 
地区年末总人口数/全国年末总人

口数（％） 
176 3.955 1.406 1.276 6.829 

fdi 
经汇率调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亿元） 
176 8440.918 12072.130 45.212 58445.600 

trans 
（铁路+公路+航道）长度/面积 

（公里/万平方千米） 
176 8893.618 5266.392 945.599 25290.630 

educ 
高等教育每 10万人口在校生数 

（人） 
176 1727.453 914.784 212.548 4392.918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有：人口集聚度(pop)，采用地区年末总人口数占全国年末总人口数的百分比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

用经年平均汇率调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亿元)来衡量；交通便利度(trans)，采用各省区的铁路里程数、公路里程数和航道里

程数的总和除以地区地理面积来表示；受教育水平(educ)，用高等教育每 10万人口在校生人数来表示。 

本文采用中国 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所有受价格影响的变量都以 2000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所示。 

(二)模型设定 

“地理学第一定律”(Tobler,1979)认为事物间都存在一种普遍的联系，并且相隔越近事物之间的这种关联性越强(14)。面板

空间计量较普通面板回归能更好地把事物间的这种联系考虑在内，从而降低因忽略变量间的空间相关性而引发的估计偏误问题。

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分为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自相关模型(SAC)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

型不仅可以探究相邻地区因变量对本地区因变量的影响，还可用于研究相邻地区自变量对本地区因变量的作用，并且会考虑到

自变量的空间依赖性。Fredriksson and Millimet(2002)
(15)

的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在地区间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即地区间

的环境规制政策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在空间回归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以及财政分权的空间滞后项，建立如下空间杜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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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以考察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构建的模

型如下： 

 

同理，分别构建如下长江经济带经济数量增长的回归模型： 

 

其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年份，β0表示截距项，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β1—β4以及 γ 表示相应变量所对应的系数，W

表示空间权重矩阵，并且 W=∑j≠iwij,X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 fdi、pop、trans和 educ。本文基于地理距离构建权重矩阵，

设定方法为 wij=1/dij，其中 dij表示地区 i、j之间的地理距离。 

四、实证结果与检验 

(一)数据性质检验 

考虑到组间异方差会对估计结果的精确性产生影响，首先对样本数据的组间异方差进行检验。Wald 检验结果的统计值为

18697.14,P 值为 0.000，显著拒绝不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认为样本数据存在组间异方差，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将利用稳健的

标准误消除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 

表 3代表性年份核心变量的莫兰指数 

变量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quaeco 
0.141 0.093 0.153 0.121 0.150 0.158 0.126 0.104 

(0.000) (0.002) (0.000) (0.001) (0.000) (0.000) (0.001) (0.003) 

y 
0.035 -0.046 0.007 -0.097 -0.111 -0.134 -0.044 0.045 

(0.031) (0.224) (0.072) (0.484) (0.425) (0.321) (0.192) (0.005) 

reg 
0.071 0.086 0.110 0.125 0.142 0.149 0.152 0.15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fd 
0.067 0.120 0.110 -0.006 -0.039 -0.072 -0.115 -0.034 

(0.013) (0.001) (0.002) (0.100) (0.195) (0.331) (0.410) (0.173) 

 

(二)空间相关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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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变量间存在空间相关性，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所选取变量的空间依赖性

进行分析。表 3 列出了代表性年份核心变量的莫兰指数，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发展质量与经济的数量增

长都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这意味着无论是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还是经济的数量型增长，都能拉动相邻地区相应

变量水平的提高。就环境规制水平而言，其空间依赖性存在较大程度的波动，这可能是因为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的

生产成本，进而降低地区对某些企业的吸引力，降低地方政府经济绩效，使得地方政府间存在环境规制政策博弈。此外，环境

规制的莫兰指数几乎是逐年上升的，可以判断环境规制的空间相关性不断增强，某个地区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相邻地区的仿效

行为，有利于地方绿色发展，从而提升其绿色发展政绩。 

(三)实证结果分析 

给出了以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数量增长相应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4个计量模型的 Hausman检验的统

计量都为负，故可以接受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回归结果都是基于随机效应的空间回归。比较模型(1)和模型(3)，我们认

为长江经济带的环境规制水平与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表现出先提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其拐点的环境规制水平为 0.2495(16)。说明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 0.2495时，环境规制

主要表现出“创新补偿效应”。这是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经济增长强度、经济增长稳定性等各

种因素的综合表现，适度的环境规制水平有利于激发企业进行绿色高效技术的创新，激励企业积极主动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同时，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在较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下难以持续经营，甚至会停止经营或者进行产业转移。 

当然，环境规制强度并不是越大越好，一旦环境规制超过拐点水平，过度的环境规制反而会限制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因

为过大的环境规制力度使得企业防治污染的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偏大，易于挤占企业的其他生产投资和研发投入。此外，长江

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产业结构协调、产业链布局有序，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可能会影响产业链节点

的合理衔接。由此，过度的环境规制会不利于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 

分析观察期间的 176 个总样本，发现其中 29 个样本的环境规制水平达到拐点，仅占总样本的 16%。因此，整体上长江经济

带环境规制水平还是较低的，需要适度提升。此外，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的环境规制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最小值为 0.024，

最大值达到 0.654。结合经济数量增长回归结果分析可知，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数量增长水平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

环境规制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地区经济数量增长，环境规制对经济数量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成本遵循效应”。可能的原因是

经济数量型增长没有考虑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环境规制直接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其效应就是抑制地区经济数量的增

长。 

观察发现空间相关系数ρ都显著为正，意味着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经济数量增长都有显著的正向依赖性，即本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有效促进相邻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随着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

的逐渐形成，以及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的逐步完善，某一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能有效促进毗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其经济数量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

更高水平的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意味着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地方官员的行政权在没有有效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容易倾

向于发展“短平快”项目，漠视有利于地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但见效慢的创新技术项目。由此，如果地方政府长期青睐于短

期经济增长效应，就会对地区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可能导致无法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质量

的攀升。 

人口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经济数量的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是因为，长江

经济带集聚了大量劳动力人口，能有效拉动经济增长，但人口的过度集中会加大生活污染的排放，以及带来交通拥堵、地租攀

升、环境恶化等问题，特别是在上海、浙江、江苏这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过度的人口集聚增加了城市运营成本，增大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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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以及公共设施维护负担，从而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经济数量增长没有显著影响，然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污染天

堂效应”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是存在的，较低的环境规制水平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是发达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

的产业向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转移的重要诱因，这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不利于长江经济

带经济高质量发展。 

交通便利度、受教育水平以及环境规制和财政分权的空间滞后项的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对长江经济

带沿线省市的经济质量和数量型增长均没有显著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上文运用的空间杜宾模型涉及到的环境规制与财政分权两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都不显著，有必要进一步运用空间误

差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来分别检验本文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模型中 reg的系数为 0.301，而 reg2的系数为-0.591，且均显著，说明加入了环境规制的二次项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表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模型(3)中 reg 的系数为-4057.465，但不显著，模型(4)中 reg 的系数为

5584.703,reg2系数为-17788.231，且均不显著；而模型(4)中 reg的系数与 reg2的系数之和仍小于 0，这说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

济带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表现出抑制作用。限于篇幅，实证结果非常相近，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估计结果与前文研究一致，

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简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有以下研究结论：(1)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布呈现“中上游弱、下游强”的特点；(2)环境规制对长江经

济带各省市经济数量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趋势；(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与经济数量增长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以上结论，有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制定细致的环境规制政策措施，加大实施力度。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应放眼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本地产业结构

与就业结构状况，具体细化环境规制政策措施，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 

其次，发挥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各省市协同高质量发展。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作为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

头羊”，应扩大其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长江经济带其它省市的协同发展，促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

军。 

最后，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环境监管，提升绿色发展水平。要提高土地、税收、投资和产业等方面的准入门槛，加大环境监

督与检查力度，引导外资企业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不能让长江经济带成为外资企业的“污染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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